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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城镇家庭的家

务劳动分工具有“女性为主，男性为辅”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依赖关系、工作

时间、性别角色观念均显著地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别。

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均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男性家务劳动的

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

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

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

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这一特征揭示

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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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家务劳动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为满足其成员的精神生活和物

质生活之需要而进行的无酬劳动。在传统社会，家务劳动主要由家庭
中的女性成员，如妻子（母亲）完成，丈夫（或父亲）则主要担当养家糊口
的角色，形成了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劳动性别分工格局。１９４９年之
后，中国女性在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理念的指引下，逐步走出家庭而进入
就业领域，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与男性在上述各个领域中的差距日益缩小。１９４９年，中国城镇女性从
业人员为６０万人，占城镇职工总数的７．５％，占女性城镇人口的

１．０４％，到２０１２年，城镇单位女性从业人员为５　４５８．９万人，占３６％。１

根据第三次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２０１０年城镇女性的在业率达到了

６０．９％，女性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另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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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１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女性的比例为５１．２％；

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为

５１．１％，这表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与男性的差距正在缩小，传统的“男
主外”劳动分工格局已有很大突破。但在家务分工领域，两性之间的差
距依然很大，家庭内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虽有所变化，但女性依然是家
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２０００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男女
每日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比１９９０年缩短６分钟，８８％以上的家庭做
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郑丹丹，

２０１３），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４．０１小时，比男性多２．７小
时。２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每日家务劳动时间
比男性多６１．８分钟，相比于２０００年已有较大减少，但女性依然从事着绝
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在最近
几十年并未显著变化（Ｃｏ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女性在经济、教育上的地位提
升，并未显著改善其家务劳动的分担。那些妻子挣得比丈夫多的家庭，

妻子担负的家务劳动比例依然高于丈夫，甚至在那些丈夫不工作的家庭
也是如此 （Ｂ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２）。即使在两性平等水平较高的福利国家，男性
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不及女性的１／２（Ｂｉａｎｃ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１０）。因此，女性实际担负着双重的责任，她们工作下班后还
要开始第二班工作（ｓｅｃｏｎｄ－ｓｈｉｆｔ）（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８９）。女性的家务劳动不
仅做得比男性多，而且在从事的家务劳动类型上也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Ｂｌａｉｒ　ａｎｄ　Ｌｉｃｈｔｅｒ，１９９１；Ｂ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２；Ｌｅ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４），女
性大多从事“女人的活”（如做饭、洗衣与收拾房间），男性多干“男性的
活”（如整理院子、维修等），男性大约干了７０％的男性家务活，女性干了

７５％的女性家务活（Ｌｅ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ｅｎ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４）。

２．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２．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从性别视角看，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性别分层的重要来源，是家
庭内性别不平等关系的重要体现。有学者认为，家庭中的两性关系既
决定了其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也体现了其阶级地位（Ｓｈｅ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ｐｈｎｅ，１９９６）。因此，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探
讨是理解和分析一个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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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对家务劳动分工的趋势及性别差异进

行解释（Ｓｈｅ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１９９６），家务劳动也因此成为了“具有争议的
领域”。社会学的研究认为，有三类因素影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一
是工作时间的影响；二是家庭成员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即家庭成员中的
经济状况决定了谁做家务，那些经济依赖者会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
三是人们的性别观念，具有平等性别观念者会将家务劳动视作为家庭
成员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工具，会尽其所能完成家务。国内一些学
者也利用一些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数据对居民家务劳动时间的变化以及

家务分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杨菊华，２００６；徐安琪、刘汶蓉，２００３；
於嘉，２０１４）。上述三类因素对家务分配的影响都曾在不同的研究中被
检验过，但对于经济依赖与性别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对家务分工产生
影响的分析却相对欠缺。本文期望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抽样调查
数据为基础，回答如下问题：目前中国家务劳动的最新状况如何？经济
依赖和性别观念如何相互作用而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产生影响？影

响中国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因素正沿着怎样的路径转变？

二、文献对话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回顾
关于家务劳动的量化研究大都基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公认女性

从事的家务劳动量普遍高于男性，但对于何以如此却有不同的解释。
经常用于解释的有三个理论：时间约束理论（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相对资源理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和性别角色理论（ｇｅｎｄｅｒ－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Ｒｏｓｓ，１９８７）。

１．时间约束理论
时间约束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时间有如下特性：第一，时间具有不

可替代性，由此产生了时间成本问题。“时间成本”是指在同一时间内
能完成的事是以该时间内不能完成的另一件事为代价的，如生育的代
价是生育和养育时间内失去的学习或晋升的可能性，加班的收益以减
少休闲或陪伴家人为代价。第二，存在“有效时间”（ｔｉｍ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ｉｍｅ）问题。家务劳动多基于家庭成员的时间可用性进行分
配，家庭成员的时间可划分为三部分：（１）在家庭中工作的时间，以生产
家庭能够生产的消费品（此即家务劳动时间）；（２）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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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以获得工资，从市场上购买家庭生产所需的投入品以及家庭不
能生产的消费品；（３）闲暇时间，以直接获得效用并恢复工作能力。第
三，时间是可安排和计划的。
因此，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成为时间分配的首要问题。已有研

究对家务劳动分工至少有两种观点：观点之一是将家庭作为整体，个人
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来配置时间。各种外生因素，包括工资率、家
庭财产、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引起家庭成员时间配置的变化（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８５）。夫妻就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花费的时间与劳动时间进行协
商，达成有利于整个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安排。女性婚后和成为母亲后
往往会变得更擅长家务，因而承担了更多家务劳动，男性则因收入上的
比较优势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劳动力市场上（Ｃｏ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

Ｐ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９４）。观点之二是个人本位，强调两性间有不同的利益。两
性在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上存在负相关 （Ｃｏ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

Ｋａｍｏ，１９８８；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ｉｔｚｅ，１９９４）。关于中国家务劳动参与的研究
也证实，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可以显著地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
时间（於嘉，２０１４；周旅军，２０１３；齐良书，２００５）。女性之所以承担大部
分家务被解释为其从事有酬劳动时间较男性为少。
不过也有研究发现，男性对家务劳动的参与未必与其在劳动力市场

上的工作时间相关（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１９９７）。拥有可支配的时间并不一定意味着
更多的家务参与，失业的丈夫虽然可支配时间充裕，但为了维持男性尊
严和男性气质，他们更少参与家务劳动。同样，如果夫妻持有强烈的传
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话，有时间的丈夫也未必做家务（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因为
夫妻可能基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家内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时间分配。
虽然可用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不过作

为家务劳动时间研究领域的传统假设，本文依然希望以中国近期的数
据对其进行验证，故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１：不论男女，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越长者，则从事的家务劳

动时间越少。

２．相对资源视角
相对资源视角强调家务劳动参与与其相对资源的拥有状况有关。

这一视角隐含着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夫妻劳动分工基于配偶间权力关
系，权力源自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资源对比，如教育、收入、职业地位

·３１１·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等，握有更多权力与权威的一方有可能尽量减少其不愿意参与的活动，
包括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ｅｔ　ａｌ．，１９７８）。家务劳动分工是
夫妻在投入（如收入）与产出（如谁做家务）上进行隐形博弈的结果
（Ｂｌａｉｒ　ａｎｄ　Ｌｉｃｈｔｅｒ，１９９１；Ｋａｍｏ，１９８８）。齐良书（２００５）用中国９个省

３　８１９个双薪家庭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议价能力的提高
的确能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但其影响存在明显
的性别差异，对男性的效用远大于女性。周旅军（２０１３）基于第三期中
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相比丈夫在家中更有实权者，
妻子更有实权会在高分位点上显著增加男性的家务投入，在中等分位
点上减少女性的家务时间，即家庭权力状况对于不同性别、不同收入分
位点上人群的影响有所不同。二是家庭分工基于理性的决策，其关于
市场工作、家庭工作与闲暇的分工基于效率最大化原则。如果丈夫相
对于妻子的教育、职业、收入地位较高，这些资源强化了其市场工作的
价值，则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时间会少 （Ｃｏ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控制更多资
源的配偶会有更强的协商地位，并可更好地实现其预想的结果，在其他
条件相同的状况下，拥有更多资源（教育、收入与职业地位）者从事的家
务劳动将少于其配偶 （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由于配偶的相对经济状况会影响夫妻权力关系，
有更高收入的配偶在面对离婚时有更强的能力支持自己，有更强的协
商地位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ａｋ，１９９６）。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的原因
是其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丈夫（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６）。有
学者以妻子的相对收入来测量其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发现妻子家务劳
动时间与其丈夫的收入之间为负相关 （Ｂａｘｔ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Ｂｉａｎｃｈ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Ｐ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９４）。不过於嘉（２０１４）
基于２０１０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相对收入对于家务
劳动参与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
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
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陈绯念
（Ｃｈｅｎ，２００５）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就业关系转变会影响家务劳动分工，
经历了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变的一方，其家务劳动时间会减少，说明夫妻
间一方职业地位的变化会对家务劳动分工产生影响。女性教育程度高
于丈夫者，家务劳动时间更少（杨菊华，２００６）。对于城镇已婚在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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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言，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对家务劳动参与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分
位点上。相对于丈夫受教育程度低于妻子的情况，丈夫受教育程度相
当于或高于妻子都会减少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周旅军，２０１３）。
有学者指出，不仅是相对资源，个体的绝对资源对家务劳动分工也

有重要意义。绝对收入反映了妻子或者丈夫的经济自主性，更多的收
入意味着更多的自主性 （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女性随着收入的提高，其家务
劳动量会相应减少（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的收
入越高，从事家务劳动时间越少，丈夫做家务的概率越高（徐安琪、刘汶
蓉，２００３）。
不过，相对资源对于家务分工作用的看法受到了多重挑战，其能否

得到实证经验的支持也存在争议。对双职工家庭的研究发现，妻子即
使拥有与丈夫同等甚至更多的资源，也还是要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或者
说，这种不平等的分工与双方的资源状态并无直接关联（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

Ｍ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１９９０）。如果经验研究能够支持随着妻子相对收入的增加，
她们能够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时间，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相对资
源理论对于家务劳动参与的解释；如果不能，说明其他要素的作用使得
相对资源理论的解释效力减弱或丧失。既往研究发现，存在妻子的收
入超过丈夫时，她们依然会比收入低于丈夫的妻子做更多家务的现象
（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并将之概括为“性别表演”（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性别表演
是指家务劳动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两性依从于传统性别分工，
女性将家务劳动视为自己表达爱情和顺从的方式，即使女性获得了经
济独立却依然要努力承担家务，以此来表达自己在家庭中的次要地位
或情感，而“性别表演”的状况又与性别角色观念有关。
关于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表演”问题，我们

将在下文着重讨论。在此，针对家务劳动参与研究中传统的相对资源
和绝对资源理论，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２：不论男女，相对资源越多（经济依赖越低者），则从事家务

劳动的时间越少。
假设３：不论男女，绝对资源越多（自主性越大者），则从事家务劳

动的时间越少。

３．性别角色理论视角
性别角色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所具有的性别意涵是社会性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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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并嵌入于文化结构之中的，它既维护男性特权，又使受压迫的女性
接受不平等的现状，导致女性在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下缺乏权力，无法与
男性平等协商（Ｚｕｏ　ａｎｄ　Ｂｉａｎ，２００１）。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因此不仅是
权力不同的夫妻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历史沉淀下的一整套指导人们
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稳定而有力的性别规范体系。传统的性别角色
观念将男性定位为“养家糊口”的角色，并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劳
动性别分工模式，这一劳动性别分工的文化模式并不会因为女性经济
依赖的变化而同步变化，可能存在滞后性。信奉传统性别文化意味着
没有恪守传统观念的丈夫和妻子会受到配偶或社会的惩罚。事业型女
性被认为是“不顾家”的、“没有女人味”的，事业上不如意的丈夫也会被
指是“没能耐”、“没出息”的男人，这就鼓励妻子和丈夫向不同的劳动领
域投资（左际平，２００２）。
在既往经验研究中，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主要

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将其看作相对独立的要素，探讨其影响状况
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一些研究发现，持有传统性别角色观
念的男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少（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ｅｔ　ａｌ．，１９７８），性别角色观念
越平等的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量也越少（Ｂｒａｙ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２；Ｐｒｅｓｓｅｒ，

１９９４）。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强于女性性别角
色观念的影响，妻子承担家务劳动的多少更多地受到丈夫性别观念的
影响，而不是相反（Ｓｈｅ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１９９６），具有平等性别观念的男性
和女性会更平等地担负家务（Ｃｏ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０１；

Ｂｌａｉｒ　ａｎｄ　Ｌｉｃｈｔｅｒ，１９９１；Ｐ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９４）。家庭责任的理念对两性有不
同的影响，把家庭责任看得比工作更重要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会减少
工作时间，而男性则会在成为父亲后用更多的时间工作 （Ｓａｎｃｈｅｚ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ｓｏｎ，１９９７）。二是将性别角色观念与相对资源结合起来进行分
析，着重探讨相对资源因性别观念之影响而展现的“性别表演”问题。
研究认为，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女性的家务劳动
时间遵行的是交换规则，而作为男性的丈夫则受性别文化的影响，社会
认可丈夫即使挣钱少，也可以少做或不做家务，而妻子不论挣钱多少都
要比丈夫多做家务，虽然妻子挣钱多的相对而言比挣钱少的做家务少
一些（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这就是社会性别分工的规则在起作用，其本质是
人们如何看待家务劳动的性别属性，即经济资源对家务劳动的影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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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社会文化对于家务劳动分工的期许以及个体对这种期许的认知的

影响。经济资源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
观念表现出性别化的应对策略。夫妻双方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时
间分配并非简单的权衡（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和议价（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６；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ｉｔｚｅ，１９９４），而是夫妻性别关系的符号性表现。个体的行为受他人
期望的影响，男性和女性往往会实践符合社会期待的行为，即通过家务
劳动“实践性别”。收入增加与家务劳动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那些比丈夫挣得多的妻子们可能会更多做一些家务劳动，以“性别表
演”的方式来展示性别身份（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中和性别偏
离（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那些挣得少的男性有时
则通过减少家务劳动以彰显男性气质 （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０）。中国大陆的不少研究认为，传统的父权制和性别分工规范阻碍
妇女将其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权力（徐安琪、刘汶蓉，２００３；郑丹丹、杨善
华，２００３；左际平，２００２）。中国台湾的吕玉瑕、伊庆春（２００５）提出，不
同年龄层、阶层或不同社区之间，随着传统性别规范的制约程度的不
同，夫妻资源的作用效应也不同，且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多元化的
发展，不同社会化过程下的规范和行为的差异逐渐扩大。西方学者
关于家务劳动参与上的“性别表演”现象，也在近来有关中国的一些
研究中得到部分证实，如谢宇、於嘉等的研究（Ｙ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２；於
嘉，２０１４）都发现，中国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无
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存在“性别表演”，
但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

动，不存在“性别表演”。
性别角色观念会对家务劳动参与和分工产生影响，这几乎已成既

往研究的共识，不过本文认为，在关于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
劳动分工之间关系的探讨，尤其是“性别表演”现象的探讨上，还存在一
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性别表演”假设（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主要通过拟合丈
夫较妻子的相对收入与妻子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二次项关系而进行操

作化，此后许多学者也是继续沿用此方法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的数 据 进 行 重 新 检 验 （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Ｂｉｔｔ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Ｅｖｅｒｔ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ｒｍｏ，２００４）。关于中国家务劳动参与方面是否存在
性别表演，基本上也是采用此种方法（Ｙ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２；於嘉，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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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表演理论认为，收入超过丈夫者会有性别表演，以获得性别认同对
她的期待，但实际上这一假设只是对于那些性别观念较为传统者适用，
而对于性别观念较为现代者的解释却令人难以信服。本文认为，是否
有性别表演，取决当事者对其资源依赖／自主的认知。“性别表演”会因
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而有变化，当相对收入（资源）增加时，可能担负非
传统养育者角色的传统丈夫和妻子，有必要通过性别表演来逆转其角
色偏离，而那些更具性别平等观念的丈夫或妻子，则不会以多做家务劳
动来对“性别规范违反”进行弥补。於嘉和谢宇（Ｙｕ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２）也
指出，社会上对男女平等的认知越高，妻子相对收入对减少家务劳动的
作用越大，而性别表演越不容易出现。因此，以经济依赖（或相对资源）
二次项展示的“性别表演”之存在，实际上需要考虑性别角色观念与其
交互作用的情况，而这是以往的研究所欠缺的。
综上，本文关于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之间关系的假设有：
假设４：性别角色观念假设。越是持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则丈

夫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少，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多。
假设５：性别表演假设。
假设５犪：对于女性而言，越是趋向传统性别观念，则相对收入的增

长越会促其在家务劳动上采取性别表演；越是趋向于现代性别观念，则
相对收入的增长越会减弱在家务劳动上的性别表演。
假设５犫：对于男性而言，越是趋向传统性别观念，则相对收入的增

长越会促其在家务劳动上采取性别表演；越是趋向于现代性别观念，则
相对收入的增长越会减弱在家务劳动上的性别表演。
本文提出的５个研究假设，假设１至假设４是既往绝大多数研

究都曾不同程度在不同国家进行过经验验证的，故本文希望重点验
证的是既往研究极少关注的假设５。我们认为，文化是应该考虑的
重要因素，有着很强传统性别观念与父家长制传统的东亚国家的女
性，相对于西方女性更被期待从事几乎全部或者大部分家务工作
（Ｃｈａｎｇ，１９９７；Ｌｅｅ，２００２）。一项包括韩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台湾
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就业、教育、子女生育
决策和养育方面的相对资源对于丈夫家务劳动的参与没有显著影

响，因此，文化和观念的解释很有必要 （Ｓａｎｃｈｅｚ，１９９４）。本文希望以

２０１０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第三期数据，对经济依赖、性别角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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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
互作用下家务劳动参与的情况。

（二）研究变量及其界定
１．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研究采用２０１０年全国妇联主持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数据。本次调查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为时点，采用了按地区发展
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ＰＰＳ）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抽样单位为
县、区和县级市（京津沪为乡、镇、街道），全国样本初级抽样单元为

４６０个，各省区市的独立样本初级抽样单位为４０个左右；第二阶段
抽样单位为村、居委会，每个初级抽样单位随机抽选５个村、居委会，
并按城镇化水平确定村、居委会的样本结构；第三阶段抽样单位为家
庭户，每个样本村、居委会随机抽选１５户，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家庭
户中，采用特定随机方法确定各类个人调查问卷的被访者。调查共
回收个人问卷２９　６９８份。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城镇１８－６５周
岁、目前在婚、有工作和劳动收入的非农业劳动者，共７　４５８人，其中

５　８８８人在调查时为工作日，本文核心关注即为这部分人的家务劳动
性别分工情况。对研究对象进行的上述界定主要是为了控制个体劳
动力市场状况（依附）、对家务劳动偏好还是市场劳动偏好等因素的
影响。

２．变量说明
国外多用每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进行测量，本文使用的是被访

者回答的工作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包括准备食物、打扫卫生、清洗衣
服、购物等。这一测量主要是受限于问卷仅询问了工作日家务劳动时
间的状况，而未对每周工作时间进行询问。
由于数据包含了配偶的诸多信息，所以我们可以从相对资源和绝

对资源两个方面测量个体相对于配偶的经济依赖程度与个体的自主性

状况及其与家务性别分工之间的关系：（１）相对资源。一是经济依赖，
采用布赖恩斯（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曾经使用的方法，计算公式为：（本人收入

－配偶收入）／（本人收入＋配偶收入），其值为－１到＋１。－１表示被
调查对象对其配偶的完全的经济依赖，＋１表示被调查者向其配偶提
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０表示双方在经济上彼此没有依赖。二是夫妻
教育程度差。以往一些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妻子，家务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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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短，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丈夫家务劳动时间较长，教育因此可能会对两
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产生影响（Ｃｏｖ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５）。本文将
其区分为三类：妻子教育程度比丈夫低、妻子教育程度与丈夫一样、妻
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２）绝对资源。一是妻子绝对收入，以妻子年总
收入测量；二是丈夫绝对收入，以丈夫年总收入测量。年收入包括劳动
收入、加班收入及奖金等方面。通过考察妻子绝对收入、丈夫绝对收入
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探析何者是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更为重要的
预测因素。古普塔（Ｇｕｐｔａ，２００７）的研究比较了相对资源与绝对资源对
于家务劳动的影响，更强调了女性本人的资源、地位所带来的自主性对
于其家务劳动承担更为公平模式的意义。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否存在“性别表演”呢？在证明了存在“性

别表演”的研究中，发现男性的家务劳动是倒Ｕ型曲线，其经济依赖的
二次项系数小于０，女性的家务劳动是Ｕ型曲线，其经济依赖的二次项
系数大于０（Ｂｒｉｎｅｓ，１９９４；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本文在分析时也通过经
济依赖的一次项与二次项来进行验证：如果模型中的二次项系数具有
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则表明性别表演存在；对于女性而言，性别表
演的存在意味着家务劳动分工模型中的二次项系数在统计上显著却大

于０。
用以检验时间约束理论视角的主要变量是工作时间，问卷中询问

了被调查对象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以分钟为计量单位。
性别角色观念是人们对性别分工的态度，可以区分为传统主义取

向和现代主义取向（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本文根据被调查者对４项问
题的回答构建量表，分别是“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
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
要”、“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量表的信度系数为０．６８，最高得分
为２０分，最低得分为４分，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
量的变量，其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别角色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连续统。
得分越高，越是趋向于现代性别观念，得分越低，越是趋向于传统性别
观念。
虽然以往绝大多数研究均以经济依赖或者相对收入的二次项作

为家务劳动承担存在“性别表演”的检验，但对于性别观念乃是“性别
表演”背后之原因的解释却只是一种推断，如谢宇、於嘉等的研究（Ｙｕ

·０２１·

社会·２０１５·２



ａｎｄ　Ｘｉｅ，２０１２；於嘉，２０１４）。本文依据上述关于经济依赖和性别角色
观念的界定，构建了一个经济依赖二次项与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影
响变量，以检验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作用下家务劳动参与
的情况。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是年龄、家庭子女结构、职业类型、居住状

况、健康状况、所在地区。（１）年龄。有研究显示，妻子的家务劳动时
间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并在中年时达到顶点（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ｉｔｚｅ，

１９９４）。有学者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指出
处于３０－４４岁之间的女性休闲时间最少（王晶、孙曈，２０１３），那么，
这一群体的家务劳动时间是否最多呢？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个体会
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如参加工作、结婚、生子、子女成家立业、退休
等，不同生命时期的家务劳动时间可能会有差异：２５－２９岁处于生
育高峰期，３０－４４岁的人群事业开始起步，孩子在上学，工作繁忙，
家务劳动也依然繁多。本文将作为控制变量的年龄区分为三个群
体：２９岁及以下、３０－４４岁、４５－６５岁。（２）家庭子女结构。一般认
为子女数量或者结构与家务劳动时间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文将家
庭子女结构区分为四种情况：没有子女、有６岁以下子女、有６－
１７岁以内子女、有１８岁及以上子女。（３）职业类型。不同职业的工
作负担与体力消耗会有所不同，本文将职业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
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四个大类。（４）居住状况。
同住或相邻的父母也会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减少已婚子女及其
配偶的家务量（杨菊华，２００６），因此将居住安排也纳入分析，区分为
两种情况：与老人同住（家中有本人父／母或者配偶父／母同住）、未与
老人同住。（５）健康状况。主要是考虑到它会影响个体的劳动能力，
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根据问卷中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对于是否有慢
性病和身体残疾等的回答，把健康状况区分为四类：很好、较好、一
般、较差或很差。（６）所在地区。分为三个地区，即西部地区、中部地
区和东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作为参照类。
由于部分变量有缺失值，导致有效样本的流失，男性样本流失１０７

人，女性样本流失８４人。表１为本文分析之核心变量在去除各种缺失
值之后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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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研究变量基本特征与描述

变量
男性（Ｎ＝３　１５８）

平均值 标准差

女性（Ｎ＝２　５３９）

平均值 标准差

家务劳动时间（分钟） ４５．０１　 ５３．０４　 １０７．０９　 ６７．３１
经济依赖 ０．３７　 ０．４０ －０．０８　 ０．３５
经济依赖平方 ０．２９　 ０．３７　 ０．１３　 ０．２２
教育（年） １１．９９　 ３．１６　 １１．８７　 ３．８８
配偶教育程度（年） １１．１６　 ３．４２　 １２．２２　 ３．２２
工作日工作时间（分钟） ４９１．８６　 １１８．７０　 ４７３．０３　 １１８．８４
本人年总收入（万元） ３．３７　 ５．６２　 ２．５０　 １０．２５
配偶年总收入（万元） １．６５　 ３．６２　 ２．９３　 ４．４４
性别角色观念 ５３．１５　 ２２．２２　 ６１．３２　 ２０．３６
年龄（岁） ４２．３２　 ８．８９　 ３９．５４　 ７．６５
经济依赖平方与性别观念交互 １４．５６　 ２０．６６　 ７．７９　 １５．０１
夫妻教育程度差与性别观念交互 ９６．０４　 ５８．１３　 １１６．２２　 ６３．６３

变量 频次 有效百分比 频次 有效百分比

夫妻教育程度差

　妻子教育程度低于丈夫 １　１７３　 ３７．１４　 ８４７　 ３３．３６
　妻子教育程度与丈夫一样 １　１６９　 ４６．０４　 ２　５９３　 ４５．５２
　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 ５６１　 １７．７６　 ５２３　 ２０．６
年龄

　２９岁及以下 ２５１　 ７．９５　 ２５３　 ９．９６
　３０－４４岁 １　６１１　 ５１．０１　 １　６２０　 ６３．８０
　４５岁及以上 １　２９６　 ４１．０４　 ６６６　 ２６．２３
家庭子女结构

　没有子女 １７７　 ５．６０　 １１９　 ４．６９
　有６岁以下子女 ５４６　 １７．２９　 ４０６　 １５．９９
　有６－１７岁子女 １，２３２　 ３９．０１　 １　１９３　 ４６．９９
　有１８岁及以上子女 １　２０３　 ３８．０９　 ８２１　 ３２．３４
职业类型

　管理人员 ２７６　 ８．７４　 １２８　 ５．０４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０２　 １５．９　 ５４２　 ２１．３５
　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人员 １　２９３　 ４０．９４　 １　４４４　 ５６．８７
　工人 １　０８７　 ３４．４２　 ４２５　 １６．７４
居住状况

　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 ８３６　 ２６．４７　 ６１３　 ２４．１４
　未同住 ２　３２２　 ７３．５３　 １　９２６　 ７５．８６
健康状况

　很差或较差 ３２７　 １０．３５　 ２８１　 １１．０７
　一般 ４１４　 １３．１１　 ４４２　 １７．４１
　较好 １　１３３　 ３５．８８　 ９２０　 ３６．２３
　很好 １　２８４　 ４０．６６　 ８９６　 ３５．２９
所在地区

　东部地区 １　８０４　 ５７．１２　 １　３２６　 ５２．２３
　中部地区 ８５２　 ２６．９８　 ７２５　 ２８．５５
　西部地区 ５０２　 １５．９　 ４８８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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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务劳动差异：影响因素及其解释

（一）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性别平等因素或现代性因素对劳务分工的

影响是缓慢持续发生的。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丈夫的家务劳动时
间有一个缓慢的增加，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则有所减少。以美国为例，

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分析样本为４　８２４人），丈夫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６．９５
小时，妻子为１９．５３小时；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分析样本为８　４０３人），丈夫
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７．３７小时，妻子为１６．１４小时；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
（分析样本为６　９８６人），丈夫每周家务劳动时间为７．０３小时，妻子为

１４．４６小时（Ｋｉｌｌｅｗａｌｄ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２０１０）。

从中国的情况看，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各自都有
显著减少，但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的消减却依然是一场“未完成的
革命”（见表２和表３）。

表２：已婚者的家务劳动时间与其他时间分布状况（单位：分钟）
１９９０年
男 女

２０００年
男 女

２０１０年
男 女

工作时间 ４６５．８　 ４４３．４　 ４７３．４　 ４３２．０　 ４９２．０　 ４７２．９
学习时间 ５０．９　 ２９．８　 ３２．７　 ２２．７　 ２１．０　 １９．０
自由支配时间 １４７．１　 １１１．７　 ７７．７　 ６０．４　 ４９．９　 ３８．２
睡眠时间 ４５５．７　 ４５６．７　 ４６０．２　 ４６５．５　 ４６９．９　 ４７１．３
家务劳动时间 １２３．７　 ２２０．２　 ７５．１　 １８０．２　 ４５．１　 １０６．９

表３：已婚者自述承担各类家务的比重（单位：％）

做饭 洗碗 洗衣服、做卫生 日常家庭
采购

照料
孩子
辅导孩子
功课

照料老人

２０１０年
男性 １４．４　１２．６　 ８．７　 １５．１　 ６．６　 １０．８　 １１．０
女性 ６１．０　６３．３　 ７２．６　 ６５．０　 ５６．２　 ３６．６　 ２４．７
Ｎ（人） ５　８８８　５　８８８　 ５　８８８　 ５　８８８　 ５　８８８　 ５　８８８　 ５　８８８

２０００年
男性 １５．６　１４．８　 ９．２　 １１．６　 ２４．３　 ９．０　 ４４．０ － －
女性 ７４．２　７８．２　 ８７．４　 ８４．３　 ７１．２　 ７９．４　 ５６．４ － －
Ｎ（人） ５　５７３　５　５７１　５　５７６　 ５　５８７　 ５　５９４　 ５　１１３　 ４　４７０ － －

　　注：（１）对性别与从事相应类别家务劳动间的关系进行了卡方检验，所有各项
均显著。（２）２０１０年显示的是被调查者认定的本人承担绝大部分或全部的
比例；２０００年数据显示的是被调查者认定的承担相应类别家务劳动为妻子
或者丈夫的比例。（３）“－”表示相应项目未做调查。

　　所谓“未完成的革命”是指，第一，两性的工作时间接近。从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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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时间看，２０１０年男性每天为４９２分钟，女性为４７３分钟，男性每日
工作时间比女性多约１９分钟，女性的工作时间只比男性少约４％，说明
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进行有酬劳动的这场性别革命基本完成。但是，男性
进入家务劳动领域的革命已经开始，却尚未完成。表２数据表明，在婚、
有工作的城镇１８－６５周岁男女，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女性从事家务劳
动的绝对时间明显减少，但男性减少的比例更大。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减少了１．７倍，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只减少了１．１倍。第二，两性间家务
分工格局并无实质性变化。１９９０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１２８．２
分钟，女性２５８．６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２倍；２０００年男性工
作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８８．１分钟，女性２１４．２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
是男性的２．４倍；２０１０年男性工作日每天家务劳动时间４５．１分钟，女性

１０６．９分钟，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依然是男性的２．４倍。从自我认定的家
务劳动量状况看，２０１０年男性承担的家务劳动量也远低于女性承担的家
务劳动量，女性回答承担绝大部分或全部家务劳动的比例分别为：做饭

６１％，洗碗６３．３％，洗衣服、做卫生７２．６％，日常家庭采购６５％，照料孩子

５６．２％，辅导孩子功课３６．６％，照料老人２４．７％。相比于２０００年的调查
结果，女性作为主要承担者担负上述各项家务劳动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但依然承担了家务劳动的绝大部分。这说明，在家庭领域发生
的夫妻平等承担家务的革命尚未完成。

（二）影响家务劳动性别差异的因素
什么因素影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呢？我们将工作日家务劳动时

间作为因变量，以工作日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相对资源（经济依
赖、夫妻教育程度差）、绝对资源（本人年总收入、配偶年总收入）为自变
量，以年龄、家庭子女结构、职业类型、居住状况、健康状况、所在地区为
控制变量，分性别对家务劳动的承担情况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１ｍ和模型１ｆ的假设为线性模型，自变量包括控制变量＋工

作日工作时间＋绝对资源＋相对资源。模型２ｍ和模型２ｆ在模型１的
基础上增加经济依赖的二次项，以考察未考虑性别角色观念情况下西
方学者经常检验的“性别表演”现象。模型３ｍ和模型３ｆ在模型２的基
础上增加性别角色观念。模型４ｍ和模型４ｆ为全模型，考察性别角色
观念与经济依赖平方交互作用下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问题。表４和
表５为分男性和女性的各模型的回归系数。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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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男性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系数（Ｎ＝３　１５８）
模型１ｍ 模型２ｍ 模型３ｍ 模型４ｍ

年龄

　３０－４４岁 ７．８８３（４．４２７） ７．９３４（４．４１０） ７．３１４（４．３８２） ７．３１１（４．３８０）

　４５岁及以上 ９．４６８（５．３２５） ９．２４５（５．３０４） ７．７８２（５．２３６） ７．７３１（５．２２２））

家庭子女结构

　有６岁以下子女 －３．０２７（５．０５０） －３．４９４（５．０２１） －２．２８０（４．９７９） －２．２７６（４．９７６）

　有６－１７岁子女 －９．３７７（５．２９６） －９．４０２（５．２６７） －７．８３３（５．２４３） －７．８２４（５．２３６）

　有１８岁及以上子女－６．９４３（５．６８７） －６．７８９（５．６５６） －４．９４０（５．６１０） －４．９２３（５．６０２）

职业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１．４４２（３．８６１） １１．４９８（３．８５３） １０．５８１（３．８７４） １０．５７７（３．８７１）

　办事人员与商业
　服务业人员

１０．７８５（３．５５６） １０．６３０（３．５５６） １０．７７９（３．５８７） １０．７２８（３．５８５）

　工人 １０．４４６（３．５７９） １０．２７７（３．５７９） １１．０８４（３．６０５） １１．０８８（３．６０５）

居住状况：与父母／
配偶父母同住

－１．４６８（２．４３２） －１．５７２（２．４１５） －１．４１１（２．４０９） －１．４２０（２．４１１）

健康状况

　一般 ２．５５２（４．３５９） ２．６２１（４．３５９） ２．６７５（４．３４４） ２．７２６（４．３４７）

　较好 ０．１９０（３．６６１） ０．４０７（３．６５７） ０．５８７（３．６５２） ０．６６３（３．６４９）

　很好 －７．０２２（３．３３１） －６．９９６（３．３３６） －６．７８３（３．３５６） －６．７４１（３．３６０）

所在地区

　中部地区 ０．２６７（２．４５０） ０．００３（２．４５３） ０．２１９（２．４３２） ０．２４１（２．４２９）

　西部地区 －１．３５１（３．０１１） －１．４５２（３．０２３） －２．５３９（２．９９９） －２．５２８（２．９９７）

工作日工作时间 －０．０８５（０．０１０） －０．０８５（０．０１０） －０．０８５（０．０１０） －０．０８５（０．０１０）

本人年总收入 －０．０７４（０．１２９） －０．０６１（０．１２８） －０．０２８（０．１２４） －０．０２４（０．１２４）

妻子年总收入 －０．４６３（０．２５１） －０．５２０（０．２５６） －０．５３７（０．２８０） －０．５４２（０．２８０）

夫妻教育程度差

　妻子教育程度与
　丈夫一样

－０．１２０（２．５３６） －０．１１５（２．５３４） ０．２８７（２．５４２） ０．２７６（２．５４５）

　妻子教育程度
　高于丈夫

４．６４１（３．４３７） ４．６２６（３．４３２） ５．１７４（３．３９２） ５．１４５（３．４００）

经济依赖 －２１．０９１（２．９７９）－２９．２０４（６．６４１）－２７．０２９（６．６０２） －２７．１８０（６．６３４）

经济依赖平方 － １０．００２（６．４４４） ９．９０１（６．４０４） ７．４０４（８．５３４）

性别角色观念 － － ０．２９３（０．０５０） ０．２７７（０．０６７）

经济依赖平方与
性别角色观念交互

－ － － ０．０５１（０．１２８）

常数项 ８５．７３１（８．３８５） ８６．０２６（８．３５９） ６８．６６９（９．０８４） ６９．５６１（９．３５７）

Ｒ平方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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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女性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系数 （Ｎ＝２　５３９）
模型１ｆ 模型２ｆ 模型３ｆ 模型４ｆ

年龄

　３０－４４岁 １２．２０９（６．３６０） １２．３４５（６．３７９） １２．３７５（６．４０３） １２．００２（６．３９５）

　４５岁及以上 ２９．５７８（７．７６４） ２９．６９６（７．７７８） ２９．６２３（７．７８９） ２９．０４２（７．７８５）

家庭子女结构

　有６岁以下子女 １０．４５７（８．０５６） １０．５４７（８．０５３） １０．３５５（８．０１８） １０．２８５（７．９９８）

　有６－１７岁子女 ２３．９４４（８．１７９） ２３．７８９（８．１８０） ２３．４１４（８．１５７） ２３．４４２（８．１３５）

　有１８岁及以上子女 １３．３４９（８．８２２） １３．１２９（８．８３０） １２．５４８（８．８１６） １２．６１４（８．７８８）

职业类型

　专业技术人员 －７．６２１（６．５５４） －７．５９２（６．５７３） －７．４７１（６．５０２） －７．１６７（６．５４３）

　办事人员与商业
　服务业人员

９．１７６（６．３１０） ８．８３８（６．３２４） ８．４７４（６．２４４） ８．５３７（６．２８４）

　工人 ５．８１７（６．９０８） ５．６４３（６．９１８） ５．１２５（６．８５５） ５．１５４（６．８９０）

居住状况：与父母／
配偶父母同住

－０．４６９（３．５７８） －０．４９１（３．５７８） －０．７３８（３．５９０） －０．７３３（３．５８９）

健康状况

　一般 ７．１７７（６．４７７） ７．３１６（６．４９２） ７．００３（６．４９７） ６．６５８（６．４９９）

　较好 ２．８８９（５．８８２） ３．１２７（５．９１０） ３．０３０（５．８９５） ２．７９４（５．８９１）

　很好 －５．３１４（５．８５３） －４．９６１（５．８８７） －４．８３０（５．８５８） －５．１３１（５．８４９）

所在地区

　中部地区 ６．６５７（３．８９７） ６．５６３（３．８８８） ６．２８６（３．８５９） ６．３５１（３．８４９）

　西部地区 －５．３５２（３．７２５） －５．３５７（３．７２７） －５．１１０（３．７３６） －５．２５３（３．７３２）

工作日工作时间 －０．１３０（０．０１５） －０．１２９（０．０１５） －０．１２９（０．０１５） －０．１２８（０．０１５）

本人年总收入 －０．１６９（０．０７８） －０．１７４（０．０７５） －０．１７６（０．０７３） －０．１８４（０．０７２）

妻子年总收入 －１．１２４（０．４３２） －１．１８０（０．４３２） －１．１７５（０．４３１） －１．２２８（０．４３８）

夫妻教育程度差

　妻子教育程度与
　丈夫一样

０．４８４（３．５４４） ０．６４１（３．５６０） ０．７７７（３．５６７） ０．６６７（３．５５８）

　妻子教育程度
　高于丈夫

－９．８０９（４．２３６） －９．５７３（４．２３８） －９．１２５（４．２７３） －８．９４８（４．２６０）

经济依赖 －１３．４６７（４．８１４）－１４．０７６（４．８７２）－１３．４２８（４．８１１） －１３．１７５（４．８２３）

经济依赖平方 － ６．３４３（６．８５５） ６．２９２（６．８３６） ３９．４１６（２１．５１３）

性别角色观念 － － －０．１１５（０．０７６） －０．０４７（０．０８７）

经济依赖平方与性别
角色观念交互

－ － － －０．５２２（０．３００）

常数项 １３４．０６９（１４．４６０）１３３．０１１（１４．６１６）１４０．８３９（１５．３３６）１３６．６４７（１５．５９５）

Ｒ平方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５

　　注：（１）参照类。年龄：２９岁及以下；家庭子女结构：没有子女；职业类型：管理
人员；居住状况：未与父母／配偶父母同住；健康状况：很差或较差；所在地
区：东部地区；夫妻教育程度差：妻子教育程度比丈夫低。（２）模型分析时，
对数据进行了加权。（３）模型３ｍ和模型４ｍ、模型３ｆ和模型４ｆ后括号中数
字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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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表４和表５的分析，本文有以下发现：
（１）生命周期和家庭子女年龄结构对两性有不同影响。３０－４４岁

男性人群的家务劳动承担量最高，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３０岁以下者高

７．３分钟，这一年龄段女性日均家务劳动时间比３０岁以下者高１２分
钟。从模型３ｍ和４ｍ看，家庭子女年龄结构对男性家务劳动时间没有
显著影响，但对女性有作用，有６－１７岁子女的女性，其家务劳动量比
没有子女者日均高２３分钟。这说明中年阶段的家务劳动多数由女性
承担，母亲身份会明显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量。

（２）工作状况可以有效减少两性家务劳动量。在控制其他要素的
情况下，不论男女，从事有酬劳动的时间越长，其家务劳动时间越少。
模型４ｍ和４ｆ显示，每日工作时间每增加１０分钟，男性的家务劳动会
减少０．８５分钟，女性会减少１．２８分钟。这说明，时间约束理论可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男女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女性参加有酬劳动可能
减少其家务劳动量的效用略大。

（３）绝对资源对两性家务劳动的承担有不同影响。２０１０年男性年均总
收入为３．３７万元，显著高于妻子，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男性本人绝对
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没有影响，但妻子的绝对收入增加时，可以减少其家
务劳动时间。２０１０年女性年均总收入为２．５万元，略低于其汇报的丈夫的
年均总收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本人绝对收入和丈夫绝对收入的
增加，都可以减少家务劳动时间，但丈夫绝对收入对于家务劳动时间的影
响程度要大于本人绝对收入的影响。本人和配偶的绝对收入，一方面体现
了本人在经济上的自主性，但更体现了由绝对收入影响的家庭经济状况，
进而影响到家庭能否使用较好的电器、雇用家务助理等。

（４）相对资源，即夫妻间资源差异对家务劳动承担有明显影响。对
于男性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依赖上。模型４ｍ经济依赖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值为－０．２０５，即男性对其妻子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１
个标准差单位，家务劳动时间会减少０．２０５个标准差单位。对于女性
而言，夫妻间教育程度差与经济依赖对家务劳动时间均有显著影响：相
比于那些妻子教育程度比丈夫低者，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者的每日
家务劳动时间平均少８．９分钟。经济依赖程度的降低也会显著减少妻
子家务劳动时间的配置。模型４ｆ女性经济依赖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为－０．０６６，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经济依赖的程度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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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标准差单位，其家务劳动时间相应减少０．０６６个标准差单位。从
标准回归系数的值来看，经济依赖状况对男性的影响要大于对女性的
影响，但教育程度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研究对象上。从男性样本
的四个模型和女性样本的四个模型看，经济依赖对于两性家务劳动时
间的影响各自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相对资源越多者（即经济依赖越低
者），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少，可见，相对资源虽然对于两性影响的程
度有些差异，但还是证明了假设２可以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５）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对于两性而言，其作用
的机制有着显著差异。对于男性而言，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性别
角色观念可以相对独立地对家务劳动时间发挥作用：性别角色观念每
增加１个标准差单位，则家务劳动时间相应增加０．１１７个标准差单位，
即越是性别角色观念趋向现代的男性，其家务劳动时间也越长。但对
于女性而言，性别角色观念并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时间产生影响。这
种差异可能与两性性别角色观念的不同及其形塑机制有关。基于

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男性的性别观念更
偏传统，却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女性的性
别观念更趋现代，却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别观念的形塑
源自三类重要社会结构／关系下的三类地位（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
妻间性别地位）实践，其中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自致地位对女性
性别观念的影响略大于男性。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
而有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经济贡献比丈
夫大、至少有与丈夫一样的职业地位、家庭权力上至少与丈夫一样甚至
比丈夫高者，则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刘爱玉、佟新，

２０１４）。因此，研究假设４对男性是成立的，但对女性并不成立。

３．其显著性为０．０６７。

（６）在不考虑性别角色观念与经济依赖平方交互作用的情况下，男
性经济依赖的二次方和女性经济依赖的二次方对于家务劳动时间都没

有显著影响，因此不存在西方学者讨论的“性别表演”问题。当模型３ｍ
和模型３ｆ分别引入性别角色观念与经济依赖平方交互项变量后，男性
的经济依赖二次方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但对于女性而言，我们发现一
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经济依赖的二次项回归系数一开始显著，３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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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即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随着对丈夫经济依赖程度的减弱而有所下
降，但到一定程度后，其家务劳动的时间反而增加。性别角色观念与经
济依赖平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其值为负，对性别角色观念与交互
项进行联合统计检验，Ｆ检验的统计量为２．７１，显著性为０．０６７，在接
受研究假设标准为０．１显著度的情况下，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女性若
存在家务劳动承担上的“性别表演”，主要是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
交互影响的结果，即越是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越高）趋向于现代者，“性
别表演”的效应会减弱。因此，研究假设５ａ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但假
设５ｂ没有得到证实。

（７）以模型３ｍ与模型４ｆ的结果作图，对于年龄３０－４４岁、有６－
１７岁子女、职业为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人员、与父母／配偶父母同
住、健康状况较好、东部地区、夫妻教育程度一样，工作日工作时间、本
人年总收入、妻子年总收入或丈夫年总收入、性别角色观念具有平均值
的人群，则：
男性家务劳动＝７８．３９２－０．０８５×工作日工作时间＋０．２９３×性别

角色观念－０．０２８×本人年总收入－０．５３７×妻子年总收入－２７．０２９×
经济依赖＋９．９０１×经济依赖平方＝５１．１７７－２７．０２９×经济依赖

＋９．９０１×经济依赖平方
女性家务劳动＝１８３．３５６－０．１２８×工作日工作时间－０．０４７×性

别角色观念－０．１８４×本人年总收入－１．２２８×丈夫年总收入－１３．１７５
×经济依赖＋３９．４１６×经济依赖平方－０．５２２×６１．３２×经济依赖平方

＝１１５．８６８－１３．１７５×经济依赖＋７．４１６×经济依赖平方。
图１展示了男性和女性的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投入时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具有平均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的家务劳动不是
直线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表演，而男性的家务劳动几乎是一条直
线，不存在性别表演。
根据计算结果，当经济依赖为０．８８８左右，即妻子收入是丈夫的

１６．８倍左右时会出现性别表演。那么，这样的个案在样本中是否真实
存在，或者只是少数的极端值呢？我们发现，在分析的２　５３９个女性样
本中，这样的情况有８５例，占３．３％，应该算是少数。这一人群从目前
或最后职业状况上看有如下特征：２６人为妻子有工作而本人没有工作
者（如下岗、失业或长期未工作），占３１％；１人职业状况不详。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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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分工

者中，２９人为普通工人，７人为农民，７人为技术人员，５人为管理人员，

６人为个体从业者，４人为服务业人员，７人为农民。有工作者是否因
健康原因导致收入低下？因问卷中没有询问丈夫的健康状况而无法得

知。从教育程度看，其平均受教育时间为１０．２年，与妻子的平均受教
育程度持平，但从结构上看，２６％的人教育程度低于妻子，４６％的人教
育程度与妻子一样。因此，非线性关系主要适用于妻子有工作但丈夫
无工作或者丈夫虽然有工作但职业主要为工人和农业劳动者或因各种

原因收入低下的人群。
我们还可分别以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得分四分位上的第一分位

点（其值为４３．７５）和第三分位点（其值为７５）来作图，考察经济依
赖平方 与 性 别 角 色 观 念 交 互 效 应 对 于 家 务 劳 动 时 间 的 影 响

（见图２）。
从图２可以看到，当性别角色观念得分在第一个分位值，即性别角

色观念更趋向于传统时，女性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比较明显，而当性
别角色观念得分为第三个分位点，即性别角色观念更趋向于现代时，女
性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效应已经很弱，其曲线的形状非常接近于男
性家务劳动时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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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经济依赖与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分工

　　（８）对男性的模型３ｍ和女性的模型４ｆ求标准回归系数，发现对于
男性而言，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由大往小依次为（只考察影响显著的
要素）：经济依赖、工作日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女性而言，排
在前四位的要素分别为工作日工作时间、年龄结构与家庭子女结构（体
现的是生命周期中会遭遇的家务劳动状况）、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
的交互影响。在控制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
与成就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最大，但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并
不是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还需要询问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她
会碰到什么样的家务，她在社会化过程中认同的是什么样的性别角色
观念以及对于自身经济成就的认知。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家务劳动时间有明显减少，但女性依然是家
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劳动的时间，无论男女，首先受制于可用的
时间，因此，工作时间的状况构成了可以用于家务劳动时间的约束。但
在两性工作时间几乎相似的情况下，何以女性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
承担者呢？本研究证实，在中国现阶段的市场条件下，家庭成员家务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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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间投入与经济依赖有显著关系，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具有经济
依赖关系，都会在家务劳动上有更多的投入。但经济依赖对于家务劳
动时间影响的程度，对于两性而言有着很大差异。在控制其他要素的
情况下，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
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都相对独立地发挥
影响。但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
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不是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还需要询问在
婚姻与家庭生活中，她会碰到什么样的家务，她在社会化过程中认同的
是什么样的性别角色观念以及对于自身经济成就的认知，这些影响要
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自１９４９年以来，女性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
经济活动之中，但其经济收入依然显著低于男性。就两性的经济依赖
状况而言，男性的经济依赖均值为０．３７，女性的经济依赖均值为

－０．０８，两者有显著的差异（ｔ＝４４．８２，显著性＝０．０００）。这种差异部
分回答了女性何以会比男性从事更多的家务劳动。
两性家务劳动投入的差异还与性别角色观念对于两性作用的机制

不同有关。对于男性而言，性别角色观念相对独立地对家务劳动投入
产生影响，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现象，即在控制其他要
素的情况下，越是倾向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者，其承担的家务劳动越
少，反之，则越多，而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并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
产生影响。就本研究的数据而言，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为５３．１５，
女性为６１．３２，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相对男性更趋向现代。如果女性
的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其家务劳动也是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则可以预
期由此会相应缩小女性在家务劳动时间投入上与男性的差距，但女性
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与其经济依赖状况及其认知紧密相

关，可以将性别角色观念看作是经济依赖对于家务劳动影响的一个中
介。这种中介作用，是以往经验研究中曾经被直接或间接验证过的，即
经济依赖程度与家务劳动之间并非一种线性增减关系，而是存在着
“性别表演”特征，女性的家务劳动会随着其对于丈夫经济依赖的降低
而减少，但这种减少是递减的，并在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后，反而出现家
务劳动增加的情况。不过，本文认为，在以往关于“性别表演”的研究中
存在着一种预设，即认为女性随经济自主性提升而减少的家务劳动和
这种自主性达到一定程度后家务劳动反而增加的现象，对于不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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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应是相同的。这种预设有一定的问题。本研究证实，首先，“性别
表演”之存在是在考虑了经济依赖平方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的情
况下发生的；第二，性别角色观念不同的女性，存在着不同的“性别表
演”形态。性别角色观念更趋现代的女性，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效应
会减弱，即女性对男女平等的认知越高，其相对收入提升对减少家务劳
动的作用越大，性别表演越不容易出现；对男女平等的认知越低，其相
对收入提升对减少家务劳动的作用越小，性别表演越容易出现，但不同
性别角色观念下的“性别表演”会有不同的“性别表演”效应。上述发现
也是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
总之，现当代中国城镇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相对经济依赖和性

别角色观念共同形塑下的以女性为主的模式。这一家务劳动分工模式
对女性意味着什么？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从历史视角和现代
性的视角看，工业化、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使得家用电器日益普及，两
性从家务劳动的负担中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
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１９７２：１５８）。可以肯定的是，１９９０年以来，与历史上
任何时期相比，中国城镇无论男女都从家务劳动中获得了更多解放。
第二，从性别比较的视角看，女性担负更多家务劳动体现了两性在

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对于两性期待交互影响所形塑的

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从性别观念的社会建构理论看，在性别角色观念
与家务劳动这一客观变量间可能存在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结构形塑观念，人们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会
影响其态度与信念（谢立中，２００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更为重
要。韦伯主张意识／观念对经济基础有主导性影响，观念在历史中具有
独立的作用，物质关系的变迁可归因于观念的变化，观念影响人们在社
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行动。本文采用相互建构的理论立场，认为文
化／观念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又能够再生产出社会关系，文
化／观念与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沃特斯，

２０００），因而不能孤立地讨论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家务劳动的影响。因
此，如何重构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建立共同分担家庭责任
和社会责任的机制，最终实现男女在地位、权利、机会、资源上充分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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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依然任重而道远。
最后，有关家务劳动的“性别表演”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这涉

及对家务劳动性质的分析。家务劳动是一种情感劳动，而非简单的劳
动付出，这或许是“性别表演”仅出现在少数收入远远大于其丈夫之女
性群体中的原因。对城镇家庭而言，家务劳动可能具有相互支持的意
义。城镇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可能有三种典型的模式：第一是传统型，
主要由妻子做；第二是转型型或变化型，女性多做，男性辅助；第三是现
代型，即相互支持型。什么样的男性在从事家务劳动，从事得多一些，
什么样的女性在经济成功的同时依然担负较多的家务劳动，需要考察
性别观念、市场压力和夫妻关系的共同作用。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在收
集时没有涉及市场压力、夫妻间情感关系以及对于家务劳动情感表达
方面的问题，因而依然不能对此进行回答，需要后续的研究来进一步跟
进。另外，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社会既经历着从计划体制向市场
体制的转型，也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双重转型对家庭内劳
动性别分工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夫妻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作用于
家务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夫妻双方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转型亦会对平
等化的家务劳动分工产生影响。由于本研究数据只是一个截面数据，
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回归分析本身也并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因此希望有
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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